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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以及自愿行动型四类。每一类政策
工具的性质都大不相同，只有对于不同政策工具的经济影响分别加以衡量，才能在实现政策工具分类优化的基础
上谋求工具间整体规制效果的最优。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检验表明，命令控制型工具、
市场激励型工具尚不能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而公众参与型工具、自愿行动型工具对经济发展
正向影响较为显著。因此，要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增强市场主体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发挥环境保
护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同时，深化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建设绿色金融体系，优化环境税收制度，
促进多元主体开展契约性和合作性的自愿行动，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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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以达到保持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标。为
发挥环境规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环境保护部２０１６年４月发布的《关于积极发挥环境保护作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化环境约束，严格环境准入，加大生态文明建
设和环境保护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２０１８年３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组建生态环境部，着力解决环境
管理职能横向交叉分散的问题，提高环保部门的话语权和执法权。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
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８％－１２％［１］。面对日益紧迫的环境生态问题，如何选择和设计合适的环境规制政策来保护环境和
自然资源，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是新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探讨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时，学术界围绕环境规制能否通过提升产业进入壁垒，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行了
研究。鲁比欧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变化会导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依赖环境投入的产业发展会受到影响［２］。葛图分
析表明环境规制尤其是环境立法能够通过塑造新的环保消费需求市场，引导企业使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诱发产业结构变
迁［３］。穆勒图和格拉夫研究显示，环境规制会显著影响产业区位分布，环境规制较严格的国家则集中较多清洁产业［４］。国内
研究方面，原毅军等检验了环境规制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特征及其空间异质性，发现环境规制能够有效驱动产业结构升
级［５］。汤维祺等研究表明，建立碳市场，优化碳交易机制，能够有效降低“污染天堂”效应［６］。程中华等发现环境规制促进了
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但这种促进效应受到城市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７］。
相关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每一类政策工具的性质
的使用情景和实施成本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环境规制的复杂性决定了政策工具的权衡。必须对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影响
经济发展的机理分别加以甑别。鉴于此，本文基于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视角，运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的省际面板数
据，检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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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为科学地评判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首先将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细化为四类八项可衡量指标，以企业
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度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模型检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企
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对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经济绩效进行比较。
（一）被解释变量———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度
现代技术创新理论基于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衍生和发展而来。熊彼特提出，创新就是企业家把一种从未有过的
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导入生产体系，以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来获取潜在利润。克里斯托夫·佛里曼将技术创新定
义为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企业赖以生存、保持竞争优势的关
键。本文借鉴李小平等的研究，选择用每千万人拥有发明专利授权数（ＴＥ）表示企业技术创新水平［８］。
产业结构变迁是要素成本和技术进步综合作用的结果，产业升级是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
的产业，基本趋势表现为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逐渐上升，经济总量增长越来越多地依靠第
二、三产业的增长。因此，本文借鉴徐德云等的研究结果，用ＩＳ＝∑（ｌｊ＊ｊ）＝ｌ１＊１＋ｌ２＊２＋ｌ３＊３表示产业结构优化度，其中
ＩＳ表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ｌｊ表示第ｊ产业的增加值占整个ＧＤＰ的比重。ＩＳ（取值范围为）指标越接近１，产业结构层次越低；
越接近于３，产业结构层次越高［９］。
（二）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政策工具
１．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
命令控制型规制是指政府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部门的规章、制度来确定环境规制的标准，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企业
遵守。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主要表现形式是标准、禁令、许可证和配额等。鉴于这些环境标准、禁令与制度多是以法律法规
的形式体现，而地方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命令控制型工具的执行力度。因此，本文选择用环保法规规章
数量（ＬＷ）与每万个企业涉及的本级环保机构行政处罚案件数（ＰＮ），综合衡量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数量和执行程度。
２．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
市场型激励型规制是通过市场信号引导企业做出决策，推动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实现污染控制目标。市场激
励型政策工具主要分为正向补贴性和负向惩罚性激励。正向补贴性规制工具主要包括生态补偿制度、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
特殊行业税收优惠与补贴等，考虑到部分政策工具是特定行业或区域性的，本文用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与工业增
加值的比例（ＩＮ）测量市场激励型工具的正向激励程度［１０，１１］。负向惩罚性激励方面，鉴于排污收费是我国尝试利用经济手段
治理环境的主要工具选择，且持续性较长，本文拟采用每万个企业缴纳的排污费（ＰＦ）测定市场激励型工具的负向激励强度。
３．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
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借助公共舆论、社会道德压力、劝说等措施推动环境保护的实施。常见的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包括
信息公开制度、社区听证、信访与投诉、舆论监督、公众论坛等。与政府主导的信息公开制度、社区听证相比，信访与投诉、舆论
监督、公众论坛等更能体现公众参与的主动性与公众的真实环境诉求。考虑到数据的可取性，选择中国环境年鉴中各年信访
办结数与当地人口的比重（ＶＴ）和电话／网络投诉办结数与当地人口的比重（ＣＮ）衡量当地公众参与状况［１２，１３］。
４．自愿行动型政策工具
自愿行动型规制是指民众或组织自发开展的在生活和生产中减少自然资源消耗环保行动。依据发起主体的不同，自愿
行动型政策工具主要区分为社会公益组织发起认可的环境管理体系以及政府部门发起的自然保护区等两大类［１４］。鉴于社会
公益组织或行业协会发起认可的标准环境管理体系难以量化，本文借鉴杨洪刚等的研究，选择采用一个地区每千万人拥有的
国家级生态村镇个数（ＥＴ）与每千万人拥有自然保护区的个数（ＰＡ）两项指标衡量环境规制的自愿行动情况。
（三）模型设定
在构建回归模型的过程中，为避免变量间数值差距较大导致异方差问题，增加平稳性，本文根据各变量的数据特征，对其
进行对数化处理，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ｌｎＴＥ＝β０＋β１ｌｎＬＷｉｔ＋β２ｌｎＰＮｉｔ＋β３ｌｎＩＮｉｔ＋β４ｌｎＰＦ　ｉｔ＋β５ｌｎＶＴ　ｉｔ＋β６ｌｎＣＮ　ｉｔ＋β７ｌｎＥＴ　ｉｔ＋β８ｌｎＰＡｉｔ
＋ηｉ＋ｖｔ＋ｖｉｔ （１）
ｌｎＩＳ＝γ０＋γ１ｌｎＬＷｉｔ＋γ２ｌｎＰＮｉｔ＋γ３ｌｎＩＮｉｔ＋γ４ｌｎＰＦｉｔ＋γ５ｌｎＶＴｉｔ＋γ６ｌｎＣＮｉｔ＋γ７ｌｎＥＴｉｔ＋
γ８ｌｎＰＡｉｔ＋τｉ＋ｌｔ＋ｕｉｔ （２）
公式（１）表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式中下标ｉ表示省份，ｔ表示年份，ηｉ为个体效
应，ｖｔ．为时间效应，ｖｉｔ．为随机误差项。公式（２）表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产业结构优化度的影响，式中下标ｉ表示省
份，ｔ表示年份，τｉ为个体效应，ｌｔ为时间效应，ｕ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分析
本文选取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中国３０个省际（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较多，删除了该样本）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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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千万人拥有发明专利授权数（个）、产业结构优化度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地方环保法规规章数
量（件）等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环境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５）》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５）》。与此同时，计算指标每万个企
业涉及的本级环保机构行政处罚案件数、每万个企业缴纳的排污费所需各省历年企业法人单位数，均来自《中国基本单位统
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５）》与《中国经济普查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３）。鉴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国家级生态村镇指标的缺失，选择用《中国环
境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全国环境优美乡镇的指标进行替代。通过对不同指标数据计算整理，得出各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
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每千万人拥有发明专利授权数对数（ｌｎＴＥ） ２４０　 ５．８３１０４７　 １．２３１７０８　 ３．０９１０４３　 ９．２８７１１６
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度的对数（ｌｎＩＳ） ２４０　 ０．８２９９３１５　 ０．０５１１０２９　 ０．７４２８８９３　 １．０１８８４７
地方环保法律法规数量的对数（ｌｎＬＷ） ２３９　 ２．７７１６９８　 ０．７６０４０４５　 ０．６９３１４７２　 ４．５１０８５９
每万个企业涉及环保行政处罚案的对数（ｌｎＰＮ） ２３９　 ４．５７８０５３　 ０．９５１４６２２　 ０　 ７．９９６６５４
治污投资与工业增加值比例的对数（ｌｎＩＮ） ２４０　 ３．３９２２８８　 ０．７３６７８４６　 １．２８３７０８　 ５．６３６２８９
每万个企业缴纳排污费的对数（ｌｎＰＦ） ２４０　 ７．９１７５２３　 ０．９２６４６１７　 ３．９５１２４４　 １０．４４７５５
信访办结数与当地人口的比重的对数（ｌｎＶＴ） ２４０ －０．７８４１５２　 １．２２８２０９ －４．６０５１７　 ２．２９８５７７
电话／网络投诉办结数与人口比重的对数（ｌｎＣＮ） ２４０　 １．２９５４４５　 １．２９４４３ －４．６０５１７　 ３．５６０７６２
每千万人拥有国家级生态村镇数的对数（ｌｎＥＴ） ２３０　 １．７４１１２７　 １．４２２１６ －１．４６９６７６　 ４．９２１０７５
每千万人拥有自然保护区个数的对数（ｌｎＰＡ） ２４０　 ２．７４８９０１　 ０．８５９２９０６　 ０．５００７７５３　 ４．３９６９１５
　　（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表２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变量
模型１（ＦＥ） 模型２（ＦＥ） 模型３（ＦＥ） 模型４（ＧＭＭ）
ｌｎＴＥ（即期） ｌｎＴＥ（滞后一期） ｌｎＴＥ（即期） ｌｎＴＥ
Ｌ．ｌｎＴＥ ０．５２９１０３４
＊＊＊
（１４．４３）
ｌｎＬＷ ０．１８９９９５６
＊＊＊
（２．６８）
０．３１９８３７９＊＊＊
（３．３６）
０．１７９９３０７＊＊
（２．５２）
－０．０１６８９５
（－０．３５）
ｌｎＰＮ －０．０１４４４７２（－０．４２）
－０．０１０３９８７
（－０．２８）
－０．０２２８９４６
（－０．２０）
－０．０３４７５４２＊
（－１．７６）
ｌｎＩＮ －０．０８６４４２２
＊
（－１．８８）
－０．０８０６５６７
（－１．５６）
－０．６０６８０２２＊＊
（－２．３２）
－０．１８１９３６４＊＊＊
（－６．８１）
ｌｎＰＦ －０．３２７７３５５
＊＊＊
（－３．９２）
－０．２９３７５３８＊＊＊
（－２．９８）
－０．０８１９１８３
（－０．１９）
－０．２０６３８５＊＊＊
（－４．２５）
ｌｎＶＴ ０．０８３６６１５
＊＊＊
（２．９５）
０．０４７６３１２
（１．５６） ０．０８６０２０３
＊＊＊（２．９８） ０．０２４９７９７
＊
（１．７６）
ｌｎＣＮ ０．０７７２４６１
＊＊
（２．５９）
０．１０６８９＊＊＊
（３．１４） ０．０７４００９５
＊＊（２．４７） ０．０６６９０３７
＊＊
（２．１９）
ｌｎＥＴ ０．２８８３８２７
＊＊＊
（９．３８）
０．２３３９９１３＊＊＊
（６．３７）
０．２８３１８５１＊＊＊
（９．２０）
０．０７３１３６３＊＊＊
（３．１０）
ｌｎＰＡ －０．４６９４３０５（－１．５５）
－０．２３５１２２９
（－０．７０）
－０．４５３８４３１
（－１．４９）
０．３１６５４４３＊＊＊
（２．７８）
ｌｎＰＮ２ ０．０００４７２８（０．０４）
ｌｎＩＮ２ ０．０７８８６９８
＊＊
（２．０２）
ｌｎＰＦ２ －０．０１６５３０９（－０．５８）
常数项 ９．０６２０８５
＊＊＊
（９．０８）
７．９９２０１５＊＊＊
（７．１５）
９．０１１１０５＊＊＊
（５．４８）
４．２９７７１９＊＊＊
（６．９０）
观测值Ｎ　 ２２８　 １９８　 ２２８　 ２０４
Ｒ２　 ０．７６５６　 ０．７０２８　 ０．７７０６
Ｆ或 Ｗａｌｄ　 ７７．５６　 ４７．２９　 ５７．１０　 ２２４８．７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系数值下小括号内为ｔ值或ｚ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显著水平上显著
利用中国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３０个省（市、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相关数据对公式（１）进行回归分析，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确定以固定效应作为基本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２中模型１所示，考虑到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显露出来，
因此本文将模型１中各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得到如模型２所示结果。同时为了验证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 Ｕ型关系
·４４·
是否成立，本文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引入了每万个企业涉及的本级环保机构行政处罚案件数（ＰＮ）、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
成额与工业增加值的比例（ＩＮ）、每万个企业缴纳的排污费（ＰＦ）三个变量对数的二次项ｌｎＰＮ２、ｌｎＩＮ２、ｌｎＰＦ２，得到如模型３所
示结果。考虑到技术创新是个连续累积的过程，前一时期的技术创新水平可能会对当期的技术创新产生影响，因而需要引入
动态模型滞后项对此加以控制。为解决引入动态滞后项造成的固定效应模型参数估计结果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本文进一
步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ＳＧＭＭ）进行回归，系统ＧＭＭ方法通过将原始水平方程和一阶差分后的方程同时纳入估计，能获
得相对来说更为合适的估计结果，可以很好地解决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参数估计的有偏和非一致问题，检验结果如模型４所示。
表２的回归结果整体上表明地方环保法规指标（ｌｎＬＷ）、环境信访指标（ｌｎＶＴ）、环保电话／网络投诉指标（ｌｎＣＮ）以及生态
村镇建设指标（ｌｎＥＴ）均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ｌｎＴＥ）有显著性正向影响，而地区治污投资与工业增加值比例（ｌｎＩＮ）、每万个企
业缴纳排污费（ｌｎＰＦ）则会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ｌｎＴＥ）产生负向影响，并且加入二次项后，治污投资指标（ｌｎＩＮ）对企业技术创
新水平影响由负变为正，说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之间存在Ｕ型关系，持续增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最终将
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企业缴纳排污费指标（ｌｎＰＦ）对技术创新水平（ｌｎＴＥ）影响方向依旧为负，说明排污费征收会抑制技术
创新。比较表２中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可知，地方环保法规（ｌｎＬＷ）、排污费（ｌｎＰＦ）以及生态村镇
建设（ｌｎＥＴ）三个指标在四类模型中对于技术创新水平（ｌｎＴＥ）的影响相对其他显著指标较高，其中地方环保法规滞后一期时
对于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高于当期的影响，而排污费指标当期影响高于滞后一期的影响，生态村镇指标在模型１－３中的影响
系数相似，公众参与型工具的两项指标（ｌｎＶＴ、ｌｎＣＮ）在四个模型中均呈现显著型正向影响，但影响系数相对其他指标较低，这
表明要发挥环境规制对于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需完善环保型法律法规，增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调整现有的排污收费制度，
同时拓展公众参与型和自愿行动型工具的内容与形式。
（三）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采用上述回归分析方法，依据公式（２）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中国３０个省（市、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
析（鉴于信访指标（ｌｎＶＴ）与自然保护区指标（ｌｎＰＡ）在四模型中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均不显著，在回归分析时予以剔除），结果
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变量
模型１（ＦＥ） 模型２（ＦＥ） 模型３（ＦＥ） 模型４（ＧＭＭ）
ｌｎＩＳ（即期） ｌｎＩＳ（滞后一期） ｌｎＩＳ（即期） ｌｎＩＳ
Ｌ．ｌｎＩＳ ０．５８３４７４１
＊＊＊
（８．９１）
ｌｎＬＷ ０．００２９２９７（１．２３）
０．００６０７９＊＊
（２．０７）
０．００２９５６１
（１．２３）
－０．００１９０７８
（－０．７２）
ｌｎＰＮ －０．００２３３０６
＊＊
（－２．０４）
－０．０００４７９６
（－０．４３０）
－０．０００５７０８
（－０．１５）
－０．００４１３１３＊＊＊
（－３．２８）
ｌｎＩＮ ０．００４５１６２
＊＊＊
（２．９６）
０．００３０３７＊
（１．９１）
０，００４５４１９＊＊＊
（２．９３）
０．００１９９８６
（１．１２）
ｌｎＰＦ －０．００８９４６１
＊＊＊
（－３．２９）
－０．０１０２４＊＊＊
（－３．５５）
－０．０１３０６４
（－０．９７）
－０．００８７６３＊＊＊
（－３．０３）
ｌｎＣＮ ０．００１８３１４
＊
（１．９５）
０．００３００５３＊＊＊
（３．２７）
０．００１８５９６＊
（１．９５）
０．００４２６９１＊＊
（２．２４）
ｌｎＥＴ ０．００３１５３７
＊＊＊
（３．３４）
０．００２５４８１＊＊
（２．５３）
０．００３１８４１＊＊＊
（３．３３）
０．０００４０７４
（０．３４）
ｌｎＰＮ２ －０．０００２０５６（－０．４９）
ｌｎＰＦ２ ０．０００２８８４（０．３２）
常数项 ０．８８１２０１４
＊＊＊
（３８．７５）
０．８８２３４５６＊＊＊
（３５．７５）
０．８９１６７０９＊＊＊
（１７．４１）
０．４２８０４４８＊＊＊
（６．８８）
观测值Ｎ　 ２２８　 １９８　 ２２８　 ２０４
Ｒ２　 ０．３９６１　 ０．４２１５　 ０．３９７１
Ｆ或 Ｗａｌｄ　 ２０．９９　 １９．６７　 １５．６４　 ３５３．８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注：系数值下小括号内为ｔ值或ｚ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显著水平上显著
表３的回归结果整体上表明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指标（ｌｎＩＮ）等影响系数为正，排污费指标（ｌｎＰＦ）等的影响系数为
负，说明增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增强公众参与度，建设生态村镇有助于推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排污费虽然目前对于产业
结构优化度影响为负，但加入二次项后，如模型３所示，对产业结构优化度的作用方向由负转为正，呈现 Ｕ型关系，最终会促
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地方环保法规指标（ｌｎＬＷ）在当期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度（ｌｎＩＳ）的影响不显著，但滞后一期后则对产业结
·５４·
构优化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环保法规对于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时滞性。对比表３中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
于产业结构的影响系数可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ｌｎＩＮ）、排污费（ｌｎＰＦ）两类指标在四个模型中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系数相对
其他显著性指标较高，说明环境规制中市场激励型工具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度影响程度最高。
（四）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经济效应的比较
为了更深入地考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按照技
术创新水平和经济结构优化度，将３０个省（市、区）划分为四个象限（横轴表示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度，纵轴表示各地区企业技
术创新水平，第一象限表示优产业结构，高技术创新地区，第二象限表示劣产业结构，高技术创新地区，第三想象表示劣产业
结构，低技术创新地区，第四象限表示优产业结构，低技术创新地区，见图１和图２）。比较２００７年与２０１４年各地区经济发展
所处区位可知，除山东、福建、安徽、黑龙江、湖北、贵州六省外，其余２４省（市、区）的经济发展区位均未发生显著变化，且大部
分省（市、区）居于第一象限（发达地区）和第三象限（欠发达地区）。然而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本文选择以产业结构相对较优，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第一象限内区位无显著变化的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
辽宁７省市与产业结构相对较差，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第三象限内区位无显著变化的吉林、湖南、四川、甘肃、云南、河北、河
南、内蒙古、青海、广西、新疆、江西、海南１３省为研究样本，参照上述回归步骤依公式（１）、公式（２）分别对两类数据进行回归分
析，分析结果见表４和表５。与表２和表３相比，各类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变量除系数存在差别外，其作用方向基本未发生显著
变化，说明本文上述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分析表４可知地方环保法规指标（ｌｎＬＷ）对于发达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欠发达地区，排污费指标（ｌｎ－
ＰＦ）对于欠发达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阻碍作用显著高于发达地区，说明当前欠发达地区环保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滞后，排污收
费制度尚未能有效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反而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因此改进欠发达地区环境规制
的重点应是完善命令控制型工具（法规），优化市场激励型工具（税费）。环境信访指标（ｌｎＶＴ）、环保电话／网络投诉指标
（ｌｎＣＮ）以及生态村镇建设指标（ｌｎＥＴ）对两类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均产生显著性正向影响，说明扩展公众参与和自愿行动型工
具范围有助于促进地区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促进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６４·
表４　不同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样本域 高技术创新，优产业结构地区（第一象限） 低技术创新，劣产业结构地区（第三象限）
变量
模型１（ＦＥ）
ｌｎＴＥ
（即期）
模型２（ＦＥ）
ｌｎＴＥ
（滞后一期）
模型３（ＧＭＭ）
ｌｎＴＥ
模型４（ＦＥ）
ｌｎＴＥ
（即期）
模型５（ＦＥ）
ｌｎＴＥ
（滞后一期）
模型６（ＧＭＭ）
ｌｎＴＥ
Ｌ．ｌｎＴＥ ０．６１８１１３２
＊＊＊
（９．０１）
０．３５８３２４２＊＊＊
（７．５８）
ｌｎＬＷ １．３９７６８４
＊＊＊
（４．０４）
０．７０４４３９１＊＊
（２．２７）
０．０３１７５６１
（０．３３）
０．１８０９８７９＊
（１．８５）
０．１９６６７６
（１．４９）
－０．１０１４３４２
（－１．４２）
ｌｎＰＮ －０．０２４１８６３（－０．６７）
－０．０００９２４５
（－０．０３）
－０．０４０４８６３＊
（－１．６８）
－０．０１３９０１２
（－０．１７）
０．０２６２９６９
（０．２６）
－０．１４０４７２３＊＊
（－２．２７）
ｌｎＩＮ ０．０６５５２９９（１．０２）
－０．０１１７９６７
（－０．１８）
－０．０３４２７４７
（－０．８１）
－０．１１６１７１１
（－１．４４）
－０．０９２６０１２
（－０．８９）
－０．３３８３１９８＊＊＊
（－６．８８）
ｌｎＰＦ －０．０４６４６１７（－０．６６）
－０．０３９５４０６
（－０．５４）
－０．０１９７２８７
（－０．４７）
－０．６３５３１２９＊＊＊
（－３．０１）
－０．６７２８０７８＊＊
（－２．５９）
－０．５１５６８０９＊＊＊
（－４．０９）
ｌｎＶＴ ０．０９９５０９３
＊＊＊
（２．７５）
０．０６１５７３２＊
（１．８７）
０．０７２５４４７＊＊＊
（３．５５）
０．１７６４７３６＊＊＊
（３．０４）
０．１２４０８６２＊
（１．８２）
０．１５０１８６９＊＊＊
（４．２８）
ｌｎＣＮ ０．１３７１６８９
＊＊＊
（３．５９）
０．０６８３２６＊
（１．９６）
－０．０３８８４０８
（－０．６９）
０．０６１８６４２
（１．２８）
０．１６３５９０３＊＊＊
（２．８３）
０．０１０７０７
（０．２０）
ｌｎＥＴ ０．１４９７７６１
＊＊
（２．５９）
０．２０７５１６６＊＊＊
（３．８３）
０．０１１７３７５
（０．２９）
０．２５６０６７９＊＊＊
（４．５２）
０．２２４５０３７＊＊＊
（３．１８）
０．１０８２９９７＊＊＊
（３．３６）
ｌｎＰＡ －０．７５８６０３１
＊＊
（－２．４１）
－０．８３８９６８２＊＊＊
（－２．８８）
－０．１０６５６７３
（－０．４８）
－０．３５２１９１５
（－０．７２）
０．０８０２４９４
（０．１３）
０．４４０６０４３＊＊＊
（３．０３）
常数项 ４．３４４０２７
＊＊＊
（２．９６）
６．８５６４５３＊＊＊
（５．１８）
３．６３４０１３＊＊＊
（５．１４）
１１．０８６８１＊＊＊
（４．８７）
９．９４４６３７＊＊＊
（３．５０）
８．３５１４１５＊＊＊
（５．８１）
观测值Ｎ　 ５６　 ４９　 ４９　 ９４　 ８１　 ８５
Ｒ２　 ０．８８７５　 ０．８６４３　 ０．７８９２　 ０．７２２６
Ｆ或 Ｗａｌｄ ４０．４４［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７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８．４１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１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５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７．１４
［０．００００］
　　注：系数值下小括号内为ｔ值或ｚ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显著水平上显著
表５　不同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样本域 高技术创新，优产业结构地区（第一象限） 低技术创新，劣产业结构地区（第三象限）
变量
模型１（ＦＥ）
ｌｎＩＳ
（即期）
模型２（ＦＥ）
ｌｎＩＳ
（滞后一期）
模型３（ＧＭＭ）
ｌｎＩＳ
模型４（ＦＥ）
ｌｎＩＳ
（即期）
模型５（ＦＥ）
ｌｎＩＳ
（滞后一期）
模型６（ＧＭＭ）
ｌｎＩＳ
Ｌ．ｌｎＩＳ ０．８６８７５０６
＊＊＊
（８．８９）
０．１３３９５９９
（１．０２）
ｌｎＬＷ ０．０３１４５２
＊＊
（２．０８）
０．００６７６２５
（０．５５）
０．００８８３２７
（０．８５）
０．００７３３７＊＊
（２．４５）
０．０１０２２０３＊＊＊
（３．１２）
０．００１０７１４
（０．３０）
ｌｎＰＮ －０．００２７６１
＊
（－１．７４）
－０．０００３３５４
（－０．２６）
－０．００２７１２７＊
（－１．７２）
－０．００２１０２３
（－０．８６）
－０．００４５４６７＊
（－１．８０）
－０．００１４４６２
（－０．４４）
ｌｎＩＮ ０．００３０３７６（１．０７）
０．００２６９０８
（１．０２）
０．０００８１３５
（０．２８）
０．００６９１１７＊＊＊
（２．８７）
０．００５６９８４＊＊
（２．２９）
２．３９ｅ－０６
（０．００）
ｌｎＰＦ －０．００２２０６２（０．７２）
－０．００５０３３７＊
（－１．８１）
－０．００４４９２３＊
（－１．７５）
－０．０１７３０２６＊＊＊
（－２．７２）
－０．０１２６６１４＊
（－１．９９）
－０．０１３１７９５＊＊
（－２．４８）
ｌｎＣＮ ０．００３３９７１
＊＊
（２．０８）
０．００５７４７３＊＊＊
（４．２４）
０．００７９２２９＊＊
（２．０１）
０．０００８３８３
（０．６４）
０．００２４７８５＊
（１．９８）
０．００２７８１９
（０．９７）
ｌｎＥＴ ０．００３７００７（１．５１）
０．００５５３１６＊＊
（２．６９）
－０．００４８４５１
（－１．４５）
０．００３５４２９＊＊
（２．３５）
０．００４４８４５＊＊＊
（３．０１）
０．００４３９０８＊＊＊
（２．９５）
常数项 ０．８０３３１８４
＊＊＊
（１４．８３）
０．８８２９３２３＊＊＊
（１９．２４）
０．１３０８０６６
（１．２１）
０．８９９３００４＊＊＊
（１５．６７）
０．８７０５６８７＊＊＊
（１５．１８）
０．７９３４４７８＊＊＊
（６．９２）
观测值Ｎ　 ５６　 ４９　 ４９　 ９４　 ８１　 ８５
Ｒ２　 ０．６２１０　 ７３．３８　 ０．５７３３　 ０．６２３２
Ｆ或 Ｗａｌｄ １１．７４［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４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０．４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９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１．１９
［０．００００］
　　注：系数值下小括号内为ｔ值或ｚ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显著水平上显著
不同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与产业结构优化度的回归结果显示地方环保法规指标（ｌｎＬＷ）对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优
化作用显著高于欠发达地区，环保行政处罚指标（ｌｎＰＮ）在当期对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性阻碍作用，在滞后一期对
·７４·
于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阻碍作用，说明尽管发达地区环境法规较欠发达地区完善，但环境规制执法严厉度不足在
制约两类地区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同时制约着两类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排污费指标（ｌｎＰＦ）对于两类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均
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现有的排污收费制度既不利于技术创新，也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对其进行适度优化调整。环保
电话／网络投诉指标（ｌｎＣＮ）对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度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生态村镇建设指标（ｌｎＥＴ）对于欠发达地区产
业结构优化度的正向影响却更为显著，意味着为更好发挥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正向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ＦＥ）和系统ＧＭＭ 估计方法，从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
优化两个层面检验了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体研究结论如下：（１）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变量中地方环保法
规指标（ｌｎＬＷ）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度间均呈正相关关系，且对于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欠发达地区；
环保行政处罚指标（ｌｎＰＮ）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度间基本呈不显著负相关关系，且在各类模型中影响系数均
较小，说明规制主体执法行为未能有效威慑企业改进生产。（２）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变量中工业污染治理投资（ｌｎＩＮ）与企业
技术创新水平存在Ｕ型关系，与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排污费指标（ｌｎＰＦ）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
优化间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影响系数较其他指标偏高。（３）公众参与型政策工
具变量中环保电话／网络投诉指标（ｌｎＣＮ）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度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对于发达地区的
正向影响更为显著；环保信访指标（ｌｎＶＴ）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现阶段拓展公众参与型工具的应
用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的绿色增长。（４）自愿行动型政策工具变量中生态村镇建设指标（ｌｎＥＴ）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
结构优化度间均产生显著性正向影响，且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自然保护区建设指标（ｌｎＰＡ）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和
产业结构的影响整体不显著。
基于上述结果，为坚持逆向约束和正向激励并重，增强市场主体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发挥环境保护在促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中的的作用，首先，要深化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强化环境保护执法力度，增强环保法规的威慑力，深化省以下环保
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将地方环保的监管权力与地方经济利益隔离开来。其次，要探索构建基于绿色信贷、
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在内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绿色银行”，拓展地方环保资金来源，加大各类污染治理
资金投入。同时，借助国家将排污费改为环境税的重要契机，运用差别化税率、超额累进税率等政策工具建立约束与激励并
存的环境税收机制，刺激企业研发清洁生产技术，降低污染物排放。再次，要提高环境权（包括物权环境权、共益环境权、世代
环境权、环境知情权、环境救济权等）的法律位阶，推动环境权入宪，为公民参与环境治理提供法律支撑。还要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建设，构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公民参与环境事务提供技术支持。最后，要因地制宜开展自愿行动型环保活动，
将网络治理理念植入环境规制中，促进多元主体开展多种契约性和合作性的协调机制，通过多中心耦合的治理网络共同分担
环境规制责任，引导居民、企业、志愿组织自发开展旨在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宣传、绿色创建
活动，进而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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